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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小说
“雅”观“通俗”的读法
———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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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
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

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
、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
“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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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代通俗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水浒传》中“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的考论已经是很小的题目了，至
于又仅关注其“细节”，则属小之又小。但这一方面因为这个故事的框架渊源早已经人揭出，仅余细节似可以
考论; 另一方面研究者管窥蠡测，努力于“窄”而“深”的探求，既是一种不可偏废的角度与路径，也似乎可以
引出通俗小说文本阅读考据之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建立一种我所称之谓“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所
以仍不避琐屑之嫌，以此一故事之细节的考证为据，试论如下。

一、“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溯源

《水浒传》百回本第四十三回写“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大略如下:
1、李逵背娘上沂岭，“捱得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把娘放下”，自己去寻水;
2、“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闻声寻路去，盘过了两三处山脚”，就溪中取水而回，已不见娘;
3、李逵寻娘“寻到一处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一条人腿”，知道娘是被老虎吃了，先于洞外
杀一小虎，后追入洞中又杀一小虎和刺中一母虎，追母虎出洞后又杀一公虎，“一时间杀了母子四虎”①。
对此，鲁迅先生《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考证云:
宋洪迈《夷坚甲志》十四云:“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

州境，见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担观之。其人曰，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
穴，移时不反。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两子戏岩窦下，即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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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其一足，虎弃所衔
人，踉跄而窜; 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坠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哮而至，亦
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

并曰:“案《水浒》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如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书于乾道初
( 1165) ，此条题云《舒民杀四虎》。”②

鲁迅此说甚是，但犹有未尽。因为二者“情状极相类”处，主要在上列妻子或母亲为虎所害和于洞里洞外
杀四虎报仇的故事架构; 而在细节上，比较“如此等传说”《舒民杀四虎》的大体只是“粗陈梗概”③，“黑旋风
沂岭杀四虎”的描写显然更加具体细致，内涵丰富，从而杀虎人形象有了重大变化，主要有三:

1、李逵负母至岭头一块大青石上坐等，自己奉母命寻水;
2、李逵自山脚下溪中以石头香炉取水而回;
3、李逵“杀四虎”过程中以刀刺“母大虫尾底下”之“粪门”而杀之。
这些由全知角度出发的细节描写使行动中的杀虎人李逵形象，比较其自述杀虎经历的原型舒民，无疑是

更加立体和丰满了。同时“杀四虎”故事的内蕴也由前者的比较单纯而变得丰富复杂，情理备至，实现了“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的超越。
一般说来，我们以这一超越为《水浒传》作者的独创，应该是不错的。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然，细考之竟

也如其故事架构一样，是从前代文记中“情状极相类”者挪移变化而来。
按南朝梁萧绎《金楼子》卷六《杂记十三上》载:
孔子游舍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与战，揽尾，得之，内于怀中。取水远，问孔子曰:“上士杀虎

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
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复怀石盘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也。”
乃欲杀夫子。问:“上士杀人如之何?”曰:“用笔端。”“中士杀人如之何?”曰:“用语言。”“下士杀人如之
何?”曰:“用石盘。”子路乃弃盘而去。④

以此与上列“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之细节相对照，二者“情状极相类处”有三:
1、“孔子游舍于山，使子路取水”，与李逵奉母命取水，都是奉长者之命，从山上往山下为其取水;
2、子路杀虎“持虎尾”，而李逵杀虎以刀刺“母大虫尾底下”之“粪门”，都是从“虎尾”或“虎尾”处得之;
3、子路衔恨，欲杀孔子，而“复怀石盘”，与李逵为取水而“双手擎来”石头香炉，所用均石头器物。
尽管这些“情状极相类处”基于各自不同的事理，但其相类若此却不像是出于偶然，从而可以认为这些相

类处就是“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从“孔子游舍于山”挪移变化来的。理由亦有三:
一是从能够想像的作者生平与学养看可信如此。《水浒传》作者或作者之一的罗贯中生平事迹固然不

详⑤，但他生当元明尊孔读经的时代，又作为小说家，必是杂学旁收，应是熟知《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的故
事，顺手拈来化用到“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的描写中去。而以孔子“好勇过我”( 《论语·公冶长》)的学生子路比
李逵，在元代东平文学中已有先例。如应是比《水浒传》较早的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中形容李逵，就
说“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墨染的金刚”⑥。高文秀是元初东平人，可知说李逵而拟于子路，是元初东平文学
中就有了的。从而“东原罗贯中”⑦比较其他作家更为熟悉，运用也更加得心应手。
二是“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叙事中已隐约点出以子路杀虎为原型的谜底。即书中在写李逵杀虎后众猎户

见了，齐叫道“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 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个”云云，虽然以李存孝与子
路并提而又以子路殿后，但写李存孝打虎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也署名罗贯中所作，可知除《舒民杀四虎》
之类传说是“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的原型之外，还应该看到“孔子游舍于山”故事中的子路杀虎所给予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描写精神上的启迪; 而除却“四虎”之数外，可以认为“孔子游舍于山”故事中的子路杀
虎是罗贯中笔下包括李存孝打虎、李逵杀虎乃至武松打虎故事共同的原型。这也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或
作者之一同时是《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作者罗贯中⑧，虽然在写“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时受《舒民杀四虎》的
影响，但他无论写李存孝、李逵或武松打虎，都是沿袭借鉴了元初水浒戏以李逵拟于子路的流行做法，溯源则
是他所熟悉的《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的故事。
三是明人评点也认可其如此。对《水浒传》写李逵打虎祖拟于子路打虎一点，明人曾于上引“也只打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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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句下评曰:“博学君子亦知子路打虎故事么!”仅举“子路打虎故事”而不提存孝打虎，可知评者意中正是
以“子路打虎故事”而不是存孝打虎故事为李逵打虎故事所本; 而且这样以问句略一提点出之的做法，似也显
示在评点者看来，这一谜底虽未至于尽人皆知，但在那时读者中也并非很深的秘密。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写李逵从山上往山下去取水以及用石器等与上引“孔

子游舍于山”故事“情状极相类”处，乃直接或间接地从后者模拟脱化而来，与其故事构架同属事有所本，乃因
故为新。

二、“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释义

比较《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之类“传说”的影响主要是使《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成为了一个惊
险的“故事”，《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所给“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描写的影响，才是使这一偶然的恐怖
的虎害故事有了充足的泛词余韵，上升到了真正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⑨，既惊险动人，又情味隽永，有了折
光人物性格的艺术效果。
这一效果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从李逵虽性质粗钝，但能不厌母亲之絮叨，费尽周折，下山取水，可见

其纯孝之心; 二是从李逵奉母命取水，把已经年迈失明的母亲孤身一人安顿在岭上坐等，而完全没有虑及岭

上有野兽出没的危险，以致母亲死于虎吻，且后来亦不曾有半点后悔与自责，又可见其性质确属粗钝。宜乎
第十四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写“阮小二叫道:‘老娘’”下金圣叹夹批评曰:“突然叫声
老娘，令人却忆王进母子也。试观王进母子，而后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斯言为不诬也。三阮之母，独非母
乎? 如之何而至于有三阮也? 积渐既成。而至于为黑旋风之母，益又甚矣。其死于虎，不亦宜乎! 凡此等，
皆作者特特安排处，读者宜细求之。”以为有砭责李逵之意; 三是通过取水、杀虎刺“粪门”和用石器等，总体上
以与“孔子游舍于山”中的子路作比，隐讥李逵之为人，实是比“下士”还等而下之才。这就层层递进，凸显或
深化了李逵形象的性格。
但如上第三点效果的产生，并非相关描写自身直接的结果，而是由于其因故为新中带有了“春秋笔法”的

特点。所谓“春秋笔法”，又称“书法”，是指孔子作《春秋》为“避当时之害”，而故意“微其文，隐其义”⑩的一
种文章写法。这种写法就是史家可以在不便“直书”的地方，采用或隐讳，或含糊，或侧面，或委婉，或暗射等
手法，使史书尽管不歪曲历史，却不露或只是有分寸地显露事实与本意，达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
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左传·成公十四年》)的目的。这种笔法的极致，就是晋人杜预所谓“一字为褒贬”瑏瑡，即
不是通过议论说明，而是通过遣词用句的这样或那样的特别方式，暗寓史家对所写人与事或褒或贬的看法。
这种笔法的运用自然主要体现在写人叙事的细节上。古代小说仰攀史部，作为“史之余”，有时也不免承袭了
这古老的“春秋笔法”传统。在笔者看来，“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的某些细节描写正是运用了“春秋笔法”以
见作者之寓意与褒贬的，分述如下:

首先，写李逵以刀入“粪门”杀虎暗含贬义。“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的描写中也曾提及“母大虫尾”，倘使
写李逵如舒民那样“急持尾，断其一足”而赶杀之，则其在士杀虎的品级中就一如子路为“杀虎捉虎尾”的“下
士”了。但李逵甚至未能如舒民那般，而是从老虎“尾底下……粪门”用刀，把老虎刺杀了。虽然这在一般看
来已与“下士杀虎捉虎尾”没有什么相干，但深细辨之，则从作者特别点出“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可知，作者
不仅仍是在借“捉虎尾”做文章，而且更下至“母大虫尾底下”的“粪门”，以极写李逵尚且不如“杀虎捉虎尾”
之“下士”，乃更等而下之人。这是作者对李逵欲尽孝心，却因粗蠢误了母亲性命的贬斥之笔。
写李逵以刀入“粪门”杀虎暗含贬义，还可以从与同书写武松打虎相对照看得出来。《水浒传》作者以武

松为书中“第一人”瑏瑢，我们看“景阳岗武松打虎”，是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胳嗒地揪
住，一按按将下来”( 第二十三回) ，然后拳打脚踢，把老虎打死，是只在“虎头”上用力，而全然不及于“虎尾”，
更无论“粪门”! 以此核之以孔子“士杀虎”之论，岂不是《水浒传》明确以武松为“杀虎持虎头”之“上士”，而
相比之下，李逵岂非连“杀虎捉虎尾”的“下士”也还不如了吗?
其次，写李逵取水用石头香炉，似拟子路“怀石盘”欲杀孔子，亦暗含贬义。上述李逵与子路的同用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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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居心善恶迥异，但作为李逵为孝敬母亲取水而实际是害了母亲情节中的一个突出细节，写以石头香炉盛水

而回，看似体现了他的聪明能干，但客观的效果却是作为取水中的一个曲折，加重了这一桩蠢事的恶果，与子

路“怀石盘”的实际取向没有什么两样。这正近乎《春秋》书“赵盾弑君”( 《左传·宣公二年》)，乃所谓赵盾虽不
亲弑君，而君却因赵盾未救而死，应该视作《水浒传》作者曲拟“孔子游舍于山”故事中子路“怀石盘”的“春秋
笔法”，也有深切贬责之意存焉。
最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作为“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余波的李逵回到山寨与众人相见一段描写所暗含

对李逵的贬义。但这必须结合了“孔子游舍于山”中士分三等之论的由来才容易明白。按《老子》曰: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中士为道，若存若亡; 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对照可知，“孔子游舍于山”中士分三等的对话形式正是来源于上引《老子》有关“士闻道”的名言。在此基础
上，“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写李逵回山之后一段文字的奥义就容易明白了。第四十四回写李逵回到山寨:

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 晁、宋二人
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里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众多好汉大喜，便教杀牛宰马，
做筵席庆贺。

这里写“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等事，固然有值得“大笑”“作庆”的成分，但毕竟李逵此行是为了
“取娘”，李逵的娘“被虎吃了”，却得不到包括晁、宋( 宋江尚且以“孝义”著称) 在内众人的半点同情与安慰，
这至少从发生在以“孝义”闻名天下的宋江身上来说，着实令人费解! 对此，明人评点说: “他的娘被老虎吃
了，倒都大笑起来，绝无一些道学气。妙，妙!”实乃不明就里而曲为之说; 近人萨孟武著《水浒与中国社会》一
书中则解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乃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绅士的伦理观念不同”瑏瑣。这固然可备一
说，但笔者认为，联系上述“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以“孔子游舍于山”为本事的实际，与其从今天“意识形态”或
“阶级分析”的角度作解，也许还不如从“孔子游舍于山”中的“士杀虎”之论的框架拟于《老子》的“士闻道”
作想，以为上引“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中写“众人大笑; 晁、宋二人笑道”云云，是又并《老子》“士闻道”的具体
内容一起沿袭化用了。
具体说来，就是此节描写实乃《水浒传》作者拟《老子》“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戏笔。

这一戏笔所显示之“道”，一面是暗讥李逵之“孝”道非“道”，即包括晁、宋在内“众人”的“大笑”，不在于表
现“众人”的似无心肝，而在于以晁、宋等众人的不屑一顾，显示李逵粗蠢误母之行的不值得同情，从而贬责愈
深。另一面作为全书表现主题的有机成分，所体现的是百零八个“妖魔”乘时下世“替天行道”之“道”。具体
说是作者写李逵此番下山，根本用心不在“取娘”，也不在“杀四虎”，而在于引朱富、李云“两个活虎上山”，以
凑合“一会之人……数足”( 第七十一回) 。所以，李逵“取娘”不成固然是世俗人情上的遗憾，值得同情，但在
《水浒传》写“众虎同心归水泊”来说，不过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内容，只有李逵此行的“替天行道”，促进
了梁山“一会之人……数足”才是重要的。此目标既然已经达到，作为由头的李逵取娘之事自然不必再说，从
而仅以“众人大笑”一笑了之，而于朱富、李云“两个活虎上山”，却以“晁、宋二人笑道……正宜作庆”，给以特
笔强调和突出。其用笔轻重，一以全书叙事的主要目标为裁量。读者不当作一味揣摩情景的刻板写实之文
粗漫看待，而应视为胸有全局、匠心独运的神来之笔深味其奥义。
总之，从文本渊源于“孔子游舍于山”和远祖《老子》“士闻道”名言以及所用“春秋笔法”暗寓的意义看，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的细节描写中包含对李逵形象的具体而微的评价，总体上对当下李逵的为人行事贬过
于褒，是全书写李逵作为“天杀星”虽好人却不完全是好的一个方面。至于其因故为新和采用“春秋笔法”，
则是《水浒传》作者以才学为通俗小说的精彩表现。读者于此等描写处，似当全神贯注，用些“治经”式考据
的功夫，才有可能得故事之奥义与作者之深心。

三、“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

以上考论表明，作为古代通俗小说名著《水浒传》的“黑旋风沂岭杀四虎”一节，除却其故事框架疑从《夷
坚志》所载《舒民杀四虎》“此等传说”作之之外，其细节描写还从萧绎《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进而《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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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士闻道”云云的哲人文士之作脱化而来。加以近年来笔者已曾考论《三国演义》“玄德学圃”、“闻雷失箸”
等化用《论语》之例瑏瑤，考论《水浒传》书名与《诗经·大雅·绵》瑏瑥、宋元话本《错斩崔宁》与《诗经·卫风·
氓》瑏瑦的联系等，积累至本文的探索乃逐渐意识到，古代通俗小说的考索，自然不能不往“传说”与“话本”的方
向上求其下层社会俗文学的源头，但同时也要看到其与上层社会雅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必要时做“俗”中求
“雅”，“雅”观“通俗”的探讨。这也许不失为通俗小说的一种解读之法，有关思考具体如下:
( 一) 古代通俗小说其实都是“雅”人做的。今天所见古代通俗小说如《水浒传》，溯源虽然可以到宋元市

井勾栏瓦舍的说话艺术，但那毕竟只是“源”而已，流传到今天的文本，却基本上都是由罗贯中那样的饱学之
士创作或加工写定的。虽然罗贯中等早期通俗小说作者的身世生平至今大都是谜，但就时代与所著书悬想
其人，也当是读书做官不成，百无聊赖，退而为小说以抒其愤的天才文艺家。他们创作的意图，不排除有把从
饱读经典所接受上层社会的“雅”化为下层社会的“俗”的可能。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不免熔经铸史
和化用典故，而且为了无碍于“通俗”的缘故，这种熔铸化用还当力求无迹可求，使其寄思甚深，托情甚隐。这
个结果就是通俗小说无不有经史等雅文化复杂而深细的羼混渗入，读者须“雅”观“通俗”，才能真正了解其
有关描写的内蕴与指向。
( 二) 古代通俗小说本质上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

古代“通俗”之义本就重在化“雅”为“俗”和以“雅”化“俗”。汉服虔有《通俗文》已佚，清翟灏有《通俗编》，
都是学者文人为俗人所作; 而《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中有诗句云: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
人。”明确认为“话”虽然要“通俗”，但“语”即“话”的具体内容却必须“关风”。而《毛诗序》云:“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关风”的内容当然是从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来的。这就决定了“通俗”的重要目标之
一，就是以化“雅”为“俗”的手段，达到以“雅”化“俗”的目的。从而古代通俗小说无论内容与形式，都不免有
经史典籍雅文化内容的大量渗透与制约，实际是“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古代通俗小说的
这一特点，正体现了历来统治阶级主导一代思想文化潮流的一般规律性。“雅”观“通俗”首先是要认识到通
俗小说之俗，虽然有其题材内容手法上来自民间的本然之俗，但也有为量不小的化“雅”为“俗”之俗即“俗”
中之“雅”，把“通俗”小说作“俗”中有“雅”的研究对象看待，自觉从通俗小说文本与“雅”文化密切联系的角
度深入钻研，考论结合，庶几能有意外的收获。
( 三)“雅”观“通俗”的目的是深入解读文本，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

发现联系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以更深入解读文本。学界长期以来，一般认为《水浒传》等通
俗小说源自宋元说话艺术，叙述与描写唯求逼真与生动，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深求的微言大义，当然也就不需

要如本文“治经”式考据的态度与做法。这种认识养成并助长了通俗小说文本解读偏重作品整体思想内容与
艺术的特色的概论式批评，阻碍了“雅”观“通俗”研究态度与方法的形成，长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古代
通俗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乃至近一二十年来，致力于通俗小说特别是名著文本解读的学者越来越少，是很

可令人忧虑的现象。而本文所谓“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与过去直观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概论式批评
相比，更注重通俗小说文本内在细微处所受雅文化影响的一面，力求通过对文本细节所受雅文化影响的探

考，深窥其上、下层文化互渗互涵、交织交融的特点，进而从通俗小说的视角还原中华古代文化既异彩纷呈又
和谐统一的整体本质，加深对中国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统一性的认识。
( 四)“雅”观“通俗”是“窄”而“深”研究，需要更沉潜的钻研和更广博的知识。作为带有“治经”特点的

“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理论上虽然不排斥对文本的宏观把握，但显然更偏重文本细节所脱化自雅文化
渊源的推考与研讨，从而多要自小观大，就具体而微的现象下判断，着眼点虽小，而关怀甚深，“从极狭的范围
内生出极博来”瑏瑧，则必然难度较大。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雅”观“通俗”的自觉性，更要有传统文化的
广博知识; 不仅能对作者一般地知人论世，更要能够读作者所可能读过之书，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创作的原

生态，在近乎“体验”的状态下还原文本产生的可能情景而易于洞幽烛隐。这对于今天去古已远的学者来说，
除本文识小之例或可能偶得之外，即使仅就一书全部文本会通内外，遍察幽隐，恐亦非多年沉潜而难得有大

的收获。因为即使前代读者去古为近，或又兼以博学多才，也未必不有见不到处。例如清初金圣叹是何等才
情，其评《水浒传》虽于“武松打虎一篇”与“李逵取娘文中……一夜连杀四虎一篇”( 金批本第四十二回) 赞不
绝口，多能见微知著，可谓心细如发，目光如电，但由于其全副精神，专注文法，而于如上故事构造之本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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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情韵神理，竟全无感受，更不曾说到孔子、老子等。这就很可能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而古代通俗
小说之与其前代典籍文化间盘根错节、骑驿暗通之复杂深刻的联系，以及通俗小说经典的似易读而实难明，
都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诸如“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化用经史文献、采用“春秋笔法”之类，在通俗小说中既非绝无仅
有，所以有必要提出所谓“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 但是，毕竟古代通俗小说作者作为“雅”士也不至于完全
脱俗，又其为此类小说本是写给俗人看的，其“俗”中含“雅”不会也不应该是处处设伏，读者虽须随时警惕，
但更要实事求是，可疑处有疑，实有处说有，而不应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况且我们所谓“雅”观“通俗”，本
是一种欲求甚解的研究态度与做法，而读书特别是小说却是可以不求甚解的，如《水浒传》等通俗小说名著的
一大优越处，又是可以浅读得浅，深求得深，并非一定做到“雅”观“通俗”的地步才可。所以“雅”观“通俗”虽
可以为小说阅读之一助，但主要是为研究者试说法。因为研究者务求甚解，则非有“雅”观“通俗”之心，又于
可观之处随时以观，才有可能洞悉幽隐，发现伏藏，不辜负作者之心，而真得古代通俗小说文本之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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